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申论 by 陈安
样两点 (见 《仲裁法》 第 58条 )①。我认为这样规定是比较适当的。
我的观点是: 正确处理我国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范围问题决定着我国仲裁法制的发
展方向 ; 在现阶段 , 实行国内仲裁监督与涉外仲裁监督的分轨制是完全必要的 , 也符
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 等到国内仲裁法制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以后 , 才可将这两种监督
机制完全并轨 ,但并轨的目的不是扩大法院的监督范围 ,而是缩小法院的监督范围 ,也
就是使国内仲裁制度向涉外仲裁制度靠拢 , 因为当事人选择仲裁常常更注重效益 , 而




　 　拙作 《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评析》 一文 (以下简称 “拙作” ) 在 《中国社会科
学》 1995年第 4期发表后 , 赞同者固多 , 持异议者亦不罕见。据笔者所知 , 持异议者的
批评意见大同小异 , 其中肖永平教授提出的四点商榷意见 (以下简称 “肖文” )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现将笔者进一步查证、 研究和思考所得概述如下:
　　内国仲裁监督与涉外仲裁监督 “分轨” , 不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肖文认为 , 对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作出区分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 中国在现阶
段实行国内仲裁监督与涉外仲裁监督的分轨制是完全必要的 , 也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
法 , 进而批评笔者仅仅考察了几个国家的立法就得出结论 , 是不够妥当、 不够全面的。
不难看出 , 拙作是专就中国涉外仲裁的 “监督” 机制作出评析 , 而不是泛论内国
仲裁与涉外仲裁 (以下简称 “两大类仲裁” ) 的一般 “区分” 或区别。如果援引个别国
家 (例如肖文所引的英国 ) 对待两大类仲裁在非监督机制方面某些细节操作上的一般
区分 , 来论证中国对待两大类仲裁在监督机制方面严格分轨之合理性 , 实际上转换了
论题。这就违反了逻辑学上 “同一律” 的基本要求。
笔者在撰写 《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评析》 一文时 , 查核了当代各国有关仲裁监
督机制的立法。限于条件 ,笔者当时未能逐一钻研全世界所有国家 (单是联合国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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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宋汝棼 《对申请撤销裁决应当如何规定》 , 1994年 10月 9日 《法制日报》。
就多达 185个 )的仲裁立法 ,但确实查索了收集当代各国仲裁立法原始资料较为齐全的
《国际商务仲裁》 (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国际商务仲裁 亚太地区商
务仲裁立法》 (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ommercial Abri trat ion Law in A-
sia and the Pacif ic)①数卷 , 以及若干中文书籍 , 选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19个国家 ( 12
个是发达国家 , 7个是发展中国家 )关于仲裁监督机制的现行立法 , 在该文中作了扼要
论述②。出自版面的考虑 , 《中国社会科学》 1995年第 4期在发表拙作 《中国涉外仲裁监




监督 , 而不实行 “内外有别” 的分流机制 ; 都对两大类裁决实行程序运作上和实体内
容上的双重监督 , 而不实行 “只管程序运作、 不管实体内容” 的单薄监督。 “一视同
仁”、 “双重监督”的做法有广泛的适应性。正是有鉴于当代各国仲裁立法的通例 , 总结
了各国仲裁实务的有益经验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UN ICTRAL) 1985年 6月通过、
联合国大会同年 12月通过决议向国际社会推荐的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对于仲裁监
督机制才作了相应的规定 , 即: 一个国家的管辖法院对于在本国境内作出的一切仲裁
裁决实行审查和监督时 , 不分其为内国裁决或是涉外裁决 , 都采取同样的审定标准和
同样的补救措施 , 对于经过管辖法院审查认定其在程序操作上确有错误或违法 , 或在
实体内容上确与本国公共政策相抵触者 , 则均在 “可予撤销” 之列 , 而不局限于可
“不予承认” 和 “不予执行”③。这一点显然是对 《 1958年纽约公约》 有关规定的一大突
破。
但是 , 根据中国 《仲裁法》 第 65条、 70条、 71条的规定 , 同法第 58条所规定的审
查标准和补救措施 , 对于在中国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 , 只能就其程序运作上进行司法
审查和监督 ,而不能审查和监督 (包括必要的纠正 )其实体内容。这种 “只管程序运作 ,








③ 参见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第 1条第 2款、 第 2条第 1款和第 2款、 第 34条 , 札莫拉等主编
《国际经济法基本文献汇编》 1990年英文版第 2卷第 999— 1000、 1011— 1012页。 ( Stephen
Zamora& Rona ld A. Brand ed. : Basic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 V ol. Ⅱ ,
CCH Interna tional, 1990, U. S. A. )
参见拙作 《论中国涉外仲裁的监督机制及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 《比较法研究》 1995年第 4
期。该文详细地注明了这 19个国家有关仲裁监督机制的法律名称及具体条文序号。
两书均由美国奥西阿纳出版社 ( Oceana Publications) 出版 , 前者出版于 1985年 , 后者出版
于 1990年。
制”的实例。譬如 , 能否举例证明 , 当今世界上究竟有哪一个国家在哪一部法律的哪些
条文中明文规定 ,对于本国境内仲裁员凭伪证作出的或基于贪赃枉法作出的内国裁决 ,
依法应予撤销 ; 而在这同时 , 对于含有同类错误或违法内容的涉外裁决 , 却规定不得
依法撤销 ,而应当继续承认其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和法定的约束力 , 依然必须坚决执行?
　　英国的仲裁监督并未实行 “分轨制” , 其涉外仲裁监督并非 “只管程序运作 , 不管
实体内容”
　　诚如肖文所指 , 单就相隔约 30年的两部英国 《仲裁法》 而言 , 1979年立法规定的
有关法院对仲裁实行监督的范围确较 1950年立法规定的监督范围有所缩小。实际上 ,无
论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怎样 “缩小” 和 “弱化” , 英国仲裁法始终仍然坚持对英国本国作
出的包括涉外裁决在内的一切裁决 , 实行兼及程序运作和实体内容的同等监督和双重
监督 , 这应当是无可置疑和无法否定的事实。特别应当注意的是: 《 1950年仲裁法》 第
22— 27条关于仲裁监督机制的规定 ,在 1979年之后 ,仍然作为英国仲裁体制 “主法”的
一部分 , 持续生效 , 直至 1997年 1月 31日 , 才被 《 1996年仲裁法》 的相关规定所取代。
按照 《 1950年仲裁法》 第 23条的明文规定 , 凡是仲裁员本身有渎职行为或错误处置程
序 ( ha s misconducted himself o r the proceeding s) , 高等法院 ( the High Court ) 有权
将该仲裁员中途撤换 ( remove) ; 凡是仲裁员本身有渎职行为或错误处置程序 , 或当事
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仲裁裁决 , 高等法院有权撤销该项裁决。
1996年 6月 17日 , 英国 《 1996年仲裁法》 ( Arbi tra tion Act 1996) 正式通过 , 并自
1997年 1月 31日开始施行 (以下简称 《’ 96仲裁法》 )。细察其中有关仲裁监督的规定 , 除
了对两大类仲裁裁决仍然坚持 “一视同仁、 双重监督” 这一基本特点和国际通行做法
之外 , 其监督范围、 监督力度及其有关表述 , 与 《 1950年仲裁法》 以及 《 1979年仲裁
法》 相比 , 也更加具体和严谨。
《’ 96仲裁法》 第 68条第 ( 1) 款规定: “仲裁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 , 可以在通知对
方当事人以及仲裁庭的条件下 , 以存在重大不法行为 , 影响仲裁庭、 仲裁程序或仲裁
裁决作为理由 , 向法院申请 , 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 同条第 ( 2) 款对 “重大不法行
为” ( serious i rregula ri ty ) 加以解释 , 列举了 9种具体情况 , 只要出现其中之一 , 经一
方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 , 法院认为它对申请人已经造成或将会造成实质性的不公正或
不公平 ( substantial injustice) , 即应立案受理。其中所列的第 ( 1)、 ( 7)、 ( 9) 这三种
情况尤其值得重视: “ ( 1)仲裁庭未能遵守和履行本法第 33条规定的基本职责 (g eneral














袒任何一方等”; “ ( 7) 以
欺诈手段取得仲裁裁决 ; 裁决本身或取得裁决的手段违反公共政策” ; “ ( 9) 在实施仲
裁程序中或在仲裁裁决中存在任何不法行为 , 对于这种不法行为 , 已由仲裁庭 , 或由
经当事人授权与实行仲裁程序或作出裁决有关的任何仲裁机构、 其他机构或个人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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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认。”①
除此之外 , 《’ 96仲裁法》 又另立专条 , 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两大类仲裁裁决都实行
实体内容方面的监督: “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 , 仲裁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通知对
方当事人以及仲裁庭的条件下 , 就仲裁裁决书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 向法院提出上诉。”
(第 69条第 1款 )尽管设有各种条件限制 (见该法第 69条第 2、 3款 ) , 但该法对仲裁程序
中和仲裁裁决书中存在的各种重大不法行为和枉法裁断 , 始终敞开着投诉之门。
当事人基于上述各种实体性或程序性理由提出的上诉 , 经管辖法院受理并查证核
实 , 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 , 分别作出裁定: ( a )维持原裁决 ; ( b) 变更原裁决 ; ( c)发
回原仲裁庭重新审理 (全部或部分 ) ; (d)撤销原裁决 (全部或部分 ) ; ( e)宣布原裁决
无效 (全部或部分 ) (见该法第 68条第 3款、 第 69条第 7款 )。与此同时 , 该法第 24条还允
许当事人依据事实 , 合理地怀疑仲裁员不公正 , 从而按照法定程序 , 向管辖法院申请
中途撤换该仲裁员。
此外 , 《’ 96仲裁法》 虽暂时保留若干细节操作上的原有规定 , 对内国仲裁和涉外
仲裁稍作区分 , 但鉴于国际上 “一视同仁 , 并轨合流” 的通行做法 , 却又另立专条 , 授
权英国国务大臣 ( Secretary of Sta te)可以制作行政命令 , 经国会两院批准 , 随时取消
或废除上述仅存的细节区分规定 , 以免与英国所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相抵触②。
如所周知 , 英国采用商事仲裁体制 , 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英国本国专家的评析 , 其
1996年的最新仲裁立法 , 是在系统地总结了英国本国长期实践的经验教训 , 参考和吸
收了当代世界各国先进的仲裁立法通例 , 并在很大程度上以联合国郑重推荐的 《国际
商事仲裁示范法》 作为起草指南 ( f ramers ' guide) , 经过长达 7年多的国会辩论和广泛
征求意见 , 数易其稿 , 才达成共识 , 正式通过与颁行。可以说 , 这一套包含 110条、 正




② 参见该法第 85— 88条。由英国枢密院顾问、 资深大法官萨维尔 ( Rt. Hon. Lo rd Justice
Saville )主持的 “仲裁法起草咨询委员会”在其法案报告中曾建议将这些仅存的细节区分予
以删除 , 以免与英国参加缔结的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即 《罗马条约》 )第 6条、 第 7条相
抵触 ,因为其中规定各缔约国相互之间不得基于国籍不同而对外商采取差别待遇 ,如果英国
继续区分内国仲裁与涉外仲裁 , 势必对欧共体 (欧盟 ) 其他国家的国民给予差别待遇。故这
些仅存的细节差别和区分规定 ,势必在近期内予以废除。按 《’ 96仲裁法》第 88条的规定 ,英
国国务大臣竟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随时取消仲裁法第 85— 87条的法律规定 ,仅此一端 ,也
足见这些法律规定的短暂性和不稳定性。参见 《 1996年仲裁法》 (注释本 , 1997年英文版 )第
56、 57、 58各页的注释。
除了这三种 “重大不法行为” 之外 , 第 68条第 2款所列举的其他 6种重大不法行为是: 仲裁庭
有越权行为 ;仲裁庭未能按照当事人商定的程序实行审理 ;仲裁庭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
切争端 ; 经当事人授权与实行仲裁程序或作出裁决有关的任何仲裁机构、 其他机构或个人 ,
有越权行为 ; 对裁决书效力的表述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 ; 裁决书的格式不符合要求。见英国
《 1996年仲裁法》 (注释本 ) 1997年英文版 , 第 45页。 ( Arbitration Act 1996 , Anno tations by
A. W. Sheppard, 1997, U. K. )
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重大改革和重要体现 , 在当代世界各国现行的同类立法中居于比较
领先的地位 , 其中的许多规定 , 包括有关仲裁监督机制的规定 , 体现了当代仲裁立法
的新的走向 , 值得重视和参考①。它告诉我们 , “分轨制” 并不是什么 “发展趋势” 或
“通行做法”。
　　终局而不公、 终局而违法的裁决不是受害一方当事人最主要的期望
肖文强调: “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 , ……最主要的就是期望获得一份终局裁
决”; “仲裁裁决的终局性能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 , 它显然比上诉程序带来的
利益大得多。在商人们看来 , 以放弃上诉权利为代价而获得裁决的终局性是完全值得
的”; “当事人选择仲裁常常更注重效益 , 而不是公平。” 这种论断恐怕是缺乏足够的法
理根据和事实根据的。
诚然 , 当事人为解决争端而自愿选择仲裁方式 , 实际上就是自愿放弃了向法院提
起诉讼的权利 , 并以此作为 “代价” , 换得比较 “干脆” 的 “一裁终局” , 尽早解决争
端 ; 避免了法院诉讼程序上的 “二审结案” , 旷日持久 , 降低效率。但是 , 应当指出 , 此
时当事人所放弃的仅仅是向第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 而绝不是肖文所指称的 “以
放弃上诉权利为代价”。这里 , “诉讼权利” 与 “上诉权利” 两词的含义并不相同。换言
之 , 除非当事人间另有明文协议 “各方自愿放弃任何上诉权利” , 否则 , 绝不应任意推
断: 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方式之后 , 即使面临错误的或违法的涉外终局裁决 , 也自愿
全盘放弃了向管辖法院提出申诉和请求加以监督和纠正的权利。恰恰相反 ,无论从 “违
法必究” 这一基本法理准则来衡量 , 还是从当代各国先进的仲裁立法通例来考察 , 对
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涉外终局裁决 , 只要当事人提出确凿证据足以证明该裁决确有
重大错误或重大违法情事 , 则不论其为程序上的错误或违法 , 抑或实体上的错误或违
法 , 都属于管辖法院应当依法实行仲裁监督之列 , 即应当在仲裁领域严肃认真地、 全
面地贯彻 “违法必究” 和 “违法必纠” 的基本方针。显而易见 , 与裁决的合法性和公正
性相比 , 裁决的终局性应当居于第二位 , 它必须服从于合法性和公正性。正因为如此 ,
中国 1995年 9月开始实施的 《仲裁法》以及英国 1997年 1月开始实施的 《’ 96仲裁法》 ,其
开宗明义第 1条 , 不约而同地把 “公正” 或 “公平” 一词置于 “及时” 或 “避免拖延”
之前 ,作为仲裁立法或仲裁裁决的首要宗旨和第一要求。而从当事人的心态看 ,一个正
派诚实的涉外商人 , 当其合法权益受到对方侵害而诉诸仲裁之后 , 耗时、 耗资、 耗精
力之余 , 最终收到的却是一份仲裁员凭伪证作出或基于贪赃枉法作出的错误的或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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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托贝 朗道 ( Toby Landau) 《论英国新仲裁法对协会机构仲裁的影响》 , 《国际仲裁学
刊》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日内瓦 , 1996年 12月英文版 )第 13卷第 4期第 113—
114页 (该文作者曾经参与英国 《 1996年仲裁法》 的起草工作 ); 参见 A. W. 夏帕德
( Sheppa rd) 《 1996年仲裁法评介和注释》 , 《1996年仲裁法》 (注释本 , 1997年英文版 )第 3—
6页。
的终局裁决 , 这显然并非他选择仲裁的初衷和 “最主要的期望”。如果一个守法的在华
外商 ,正好是凭伪证作出的或基于贪赃枉法作出的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和直接受害者 ,却
又因在中国诉请对涉外裁决实行实体内容监督的法律途径已被 “依法” 堵塞 , 因而投
诉无门 , 只能束手 “挨宰” , 这样的法律设计与肖文所善意预期的增强涉外仲裁对外国
当事人的吸引力、 改善本国投资环境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 , 从中国 《仲裁法》 的现行规定看 , 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涉外争议之际 ,
并未承担任何法定义务 , 必须 “放弃上诉权利” , 或竟然可以推定其 “放弃上诉权利”。
恰恰相反 , 《仲裁法》 第 70、 71条以及 《民事诉讼法》 第 260条的有关规定 , 正是为确
保当事人在收到终局的涉外裁决之后 , 仍可依法诉请就有关裁决实行程序运作方面的
司法监督。所憾者 ,这些现行的法律规定不允许此种司法监督也扩及涉外裁决的实体内
容 ,因而可能发生弊端。如果不细加分析 ,一概推定当事人完全自愿地放弃了上诉权利 ,
则不但不符合法律规定 , 也违背当事人 “意思自治” 原则或 “真实意思表示”。
至于肖文提及的仲裁法第 59条和第 64条允许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6个月内
提出撤销裁决申请的规定在实践上的缺陷 , 并不能因其限制扩及涉外裁决的实体内容
而得到弥补。要纠正它 , 完全可以 “对症下药” , 参照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178、 183
条 , 英国 《’ 96仲裁法》 第 70条第 3款和最高人民法院 1995年 8月下达的一项执法通知加
以必要的修订。
　　 “无权监督、 无计可施” 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肖文列举 《仲裁法》 第 34、 38条的规定 , 包括实行仲裁员回避制度、 禁止仲裁员
私自会见当事人或吃请收礼、 依法追究和惩办贪赃枉法的仲裁员等 , 论证我国目前的
立法对涉外仲裁裁决并非 “无权监督”。然而 , 拙作探讨的主题是对涉外仲裁裁决书本
身实体内容的法律监督 (包括受理受害当事人的投诉 , 对该涉外裁决的实体内容进行
审查核实 , 进行必要的补救或纠正 ) , 而不是对涉外仲裁员个人行为的监督。诚然 , 涉
外仲裁员的个人行为、 品德操守以及业务水平都与他所制作的涉外裁决的实体内容有
着密切的联系 ; 回避制度之类的措施 ,也略有助于预防涉外仲裁员枉法裁断 , 但是 ,第
一 , 对于裁决书内容中凭伪证作出的处断或枉法裁断 , 当事人一般须待裁决书正式签
发和送达之后 , 才能得悉。在此以前 , 既然无法未卜先知 , 又岂能有足够的理由援用回
避制度以预防错误处断或枉法裁决?一旦裁决已经签发 , 其中错误的或违法的实体内
容 , 即已发生法律效力 , 采取其他措施则为时已晚。第二 , 对于涉外仲裁员个人的法律
监督无论如何严格、 严厉 , 都无法代替对涉外仲裁裁决本身的法律监督。理由很简单:
纵使仲裁员个人有上述不法行为且证据确凿因而受到纪律、 行政处分 , 甚至受到刑事
惩罚 , 他所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 , 纵使在实体内容上彰明昭著地含有枉法裁决或凭伪
证裁决等重大谬误之一 , 而且铁证如山 , 但是 , 在现行的 《民事诉讼法》 第 260条第 1
款以及由此推衍而来的 《仲裁法》 第 65、 70、 71条规定的现有监督机制之下 , 受害当
事人仍然无权依法向管辖法院投诉 , 管辖法院也仍然无权依法受理、 审查有关涉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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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的实体内容 , 更无权依法裁定 “不予执行” , 更不必说依法裁定 “应予撤销” 了 ,
这种涉外裁决书在法律上仍然是有效的。这就有如掺入甲醇的伪劣 “名酒”制造者已被
判刑 , 而他所制造、 勾兑出的含毒假酒却仍被允许公开销售 , 实在是很荒唐的。
肖文介绍了 《仲裁法》 第 56条规定原草案的审议修改过程 , 说是 “多数人” 认为
“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只应审查程序问题 , 不应审查实体问题” , 因此 , 经过删改 , 形
成了第 58条的现行规定 , 并认为 “这样规定是比较适当的”。肖文对第 58条规定本身的
总评并无不当 , 但它似乎忽略了三项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第一 , 《仲裁法》 第 58条的监督规定不适用于涉外裁决。 《仲裁法》 第七章是针对
涉外仲裁作出的一系列 “特别规定” , 其中包括专门用以监督涉外裁决的特别规定 , 即
第 70条 ( “裁定撤销” ) 及第 71条 ( “裁决不予执行” )。第七章第 65条明文规定了两大
类仲裁 “分轨” 和区别对待的基本原则 , 即 “本章没有规定的 , 适用本法其他规定”。
据此 , 从该法的整体结构和各个条文间的相互关系上说 , 本法第 63条是针对内国裁决
不予执行的一般规定 ,第 71条则是针对涉外裁决不予执行的特别规定 , 两者分工明确 ,
各有专司 ; 第 58条是针对内国裁决予以撤销的一般规定 , 第 70条才是针对涉外裁决予
以撤销的特别规定 , 两者泾渭分明 , 不容混淆。第 58条规定 “比较适当” , 并不等于第
70、 71条规定也适当。
第二 , 《仲裁法》 第 58条中的三项监督规定 , 貌似程序监督 , 实为实体监督。第 58
条第 1款第 ( 1)、 ( 2)、 ( 3) 诸项所列的监督要点 , 当然是属于仲裁程序范围 ; 但同条
同款第 ( 4)、 ( 5)、 ( 6) 诸项所列的监督要点 , 则貌似属于程序问题 , 实则属于实体范
畴。它们指的是: 凭伪证作出裁决 ; 对方当事人隐瞒证据 , 足以影响公正裁决 ; 仲裁员
贪赃舞弊枉法裁决。不难看出 ,仲裁员根据伪证或在对方当事人隐瞒重要证据的情况下
作出的裁决 , 势必反映为裁决书在认定事实方面的重大错误 ; 仲裁员在贪赃枉法基础
上作出的裁决 ,势必反映为裁决书在适用法律方面的任意曲解。管辖法院对于这些在认
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谬误的裁决加以监督和纠正 , 显然属于实体监督。可惜的是 ,
按 《仲裁法》 的现有规定 , 这三类具体监督不能适用于涉外裁决。在这里 , 肖文对 《仲
裁法》第 58条审议修改过程所作的情况介绍似乎不完全准确。限于篇幅 ,此处无法详细
说明 , 查王叔文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草案 )〉审议结
果的报告》 (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1994年 , 第 414页 ) 可知。
为了更便于对照比较 , 判明法定 “界限” , 兹试列出简表 , 以说明我国当前对两大
类裁决的实体内容实行 “内外有别、 分轨监督” 的法律依据及其在法律效果上的重大
反差 (见下页 )。该表告诉我们:
(一 ) 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上存在上述 5种错误或违法情节之一 , 如果是包含在或
体现在内国裁决之中 , 则毫无例外地一概不予执行 ; 序号 1、 2、 3三种情节之一出现在
内国裁决之中 ,则不但不予执行 ,且应进一步依法予以撤销。这确实是大有利于维护中
国法律的应有尊严 , 大有利于促进中国长期艰巨的反贪、 反腐斗争 , 大有利于维护中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法治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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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 否 应 《仲》 58条 1款之 (四 )
涉外 应 否






内国 否 应 《仲》 58条 1款之 (五 )
涉外 应 否








《仲》 58条 1款之 (六 )、 63条
《民诉》 217条 2款之 (六 )
涉外 应 否







《民诉》 217条 2款之 (四 )
涉外 应 否







《民诉》 217条 2款之 (五 )
涉外 应 否
《仲》 65条、 70条、 71条
《民诉》 260条 1款
　　　* 本表中 , 《仲》 指我国 《仲裁法》 , 《民诉》 指我国 《民事诉讼法》。
　　 (二 ) 上述 5种错误或违法情节之一 (甚至 5种情节 “齐备俱全” ) , 如果出现在涉
外裁决之中 , 则 “依法” 毫无例外地一概必须执行 , 一概不许撤销。换言之 , 现行的涉
外仲裁监督机制对涉外裁决实体内容中存在的上述 5种重大错误或违法情节 ,竟然全盘
放弃了应有的、 起码的法律监督。这种 “差别” 待遇或 “特惠” 待遇在社会效应和国际
形象上的负面作用将是巨大的。立足于当前国情 , 笔者的担心决非是 “多余的”①。
第三 , 《仲裁法》 第 58条第 3款的 “公共秩序保留” 规定并不能涵盖和适用于涉外
裁决。这是因为: (一 ) 前已述及 , 从该法整体结构看 , 第 58条与第 70条 , 是一对互相
对应、 互相搭配的规定 , 前者专管内国裁决的撤销 , 后者专管涉外裁决的撤销 , 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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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作 《论中国涉外仲裁的监督机制及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中所摘引的各项重要文献 ,
《比较法研究》 1995年第 4期 ; 参见江泽民 《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讲话的摘要》 , 1997年
5月 16日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定的分工界限十分鲜明 , 不宜随便解释 , 任意 “张冠李戴” ; (二 ) 从第 58条三个款的
上下文衔接看 , 第 1款所指称的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裁决” , 第 2款所指称的 “有前
款规定情况之一的” “裁决” , 以及第 3款所指称的 “该裁决” , 显然是前后连贯、 具有
同等内涵和同等外延的同一概念 , 即均是专指 “内国裁决” , 而不能涵盖涉外裁决 ;
(三 ) 从第 58条与 《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民诉法》 ) 第 217条的关联看 , 前者显然
是从后者直接移植和适当修订而来的。具体而言 , 《民诉法》 第 217条第 2款的六点监督
规定 , 经移植和修订 , 形成了 《仲裁法》 第 58条第 3款的同类规定 , 两者之间的源流关
系不言自明。关于这一点 , 还可以从肖文所引述的 《仲裁法草案》 修订文字中看清 , 即
原草案第 56条第 1款第 7项关于 “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这一规定 , 经修订后作为单独
一款 , 被吸收为现行 《仲裁法》 第 58条第 3款 , 这样 , 就与 《民诉法》 第 217条第 3款的
原有规定 , 在作为独立一款的层次上 , 完全互相衔接了 (只是在监督力度上从 “裁定
不予执行” 提高为 “应当裁定撤销” ) , 这不是又一个有力的佐证吗?
有人认为 , 《仲裁法》 第 58条第 3款关于 “公共秩序保留条款” 的规定 , 可以解释
为同样适用于涉外裁决 , 因而 “无需” 在 《仲裁法》 第 70条中另作特别规定 ; 遇有涉
外裁决违背公共利益的 , “法院自然有权援用第 58条的规定撤销该裁决 , 否则岂不重
复”。这种理解颇为牵强。专门监督内国裁决的 《民诉法》第 217条第 3款 , 明文规定和强
调了国际通行的 “公共秩序保留” 这一重大法律原则 , 而专门监督涉外裁决的 《民诉
法》 第 260条第 2款 , 也一字不差地规定和强调了 “公共秩序保留” 这同一原则 , 这是
完全正确和必不可少的 “重复” ; 而 《仲裁法》 中专门监督涉外裁决的第 70条和第 71条
规定 , 竟然只字不提国际通行的 “公共秩序保留” 这一重大原则 , 确实是仲裁立法的
一个明显缺陷。总之 , “无权监督”、 “无计可施” , 并不是笔者的危言耸听或杞人之忧。
结　束　语
自商务仲裁制度与民商事诉讼制度并存以来 , 仲裁裁决之公正性与终局性 , 即公
平与效率如何兼顾的问题 ,一直是个老旧而又常新的话题。假定仲裁与诉讼能够同样地
保证公平 , 则当事人当然会倾向于讲求效率 , 即选定仲裁。但是 , 如果不讲究公平 ,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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